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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中，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近乎“免审”，这极可能损害交通肇事罪认定的程序正

义及实体正义。因此，必须加强对作为证据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司法审查，排除不具有证据资格的交通

事故认定书。同时，必须以刑法规定的定罪标准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实质审查，确定其是否具有证明

力，从而避免将交通违法行为错误地升格为交通肇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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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rime of traffic accident, the court’s determination of the traffic acci-
dent is almost “exempt from trial”, which is very likely to damage th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ubs-
tantive justice of the crime of traffic accid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judicial 
examination of the traffic accident confirmation as evidence, and exclude the traffic accident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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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ation that is not qualified for evidence.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substantially examine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traffic accident with the conviction standard stipulated in the criminal law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has the probative power, so as to avoid wrongly upgrading the traffic viola-
tion to the crime of traffic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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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案例 1：正常行驶的被告人与进入高速公路行走的被害人发生碰撞，致其死亡。交通事故认定书认

定被告人负事故主要责任，被害人负次要责任。法院直接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决被告人构成交通肇

事罪。1 
案例 2：驾驶卡车正常行驶的被告人与严重醉酒且无证驾驶摩托车的被害人发生碰撞，致其死亡，

被告人因害怕而逃逸。交通事故认定书基于被告人肇事后逃逸认定其负事故全部责任，法院根据交通事

故认定书认定的全部责任判决被告人构成交通肇事罪。2 
案例 3：被害人醉酒驾驶摩托车追尾被告人驾驶的无号牌三轮车后当场死亡，被告人逃逸。交通事

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驾驶无号牌车辆且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决被

告人构成交通肇事罪。3 
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刑法条文对其采取空白罪状的规定方式，犯罪构成形式上极为简单。

但是，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内容不同，交通事故的产生原因复杂，基于允许的风险及危险分

配的法理，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增加了构成要件要素，即行为人要对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主要

责任或同等责任 4，而行为人所负的责任类型由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因此，交通事

故认定书就成为交通肇事罪认定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法领域，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存在认识分歧；

在刑事诉讼法领域，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类型归属、质证、认证规则并未形成共识；在刑法领域，交

通事故认定书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法院在认定交通肇事

罪时，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适用存在一定的问题。 
问题一：法院忽视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能力 
从案例 1 来看，根据《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第四条以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行人进入高速公路

引发交通事故，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一方不负事故责任。该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的事故责任明显违法，不

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求，但法院最终还是依据其判决被告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立法及司法解释将交通事

故认定书作为证据，但由于其具有特殊性，法院往往忽视对其合法性的审查，直接肯定其证据能力，或

者即使审查，也只是流于形式，将其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Open Access

 

 

1参见(2013)盘刑一初字第 556 号刑事判决书。 
2胡娜，昌江。撞无证驾驶者后逃逸从无责变全责获刑 
http://www.legaldaily.com.cn/locality/content/2012-09/19/content_3852679.htm?node=31216。 
3参见(2017)粤 01 刑终 1128 号刑事判决书。 
4参见 2000 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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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法院忽视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 
从案例 2、案例 3 来看，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的责任对行为人主观上的过失、行为人违反

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当然的证明力，不再考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

合交通肇事罪的主观及客观要件。 
可见，司法实践中存在将交通事故认定书“无障碍”作为定案根据的问题，这种对交通事故认定书

近于“免审”的状态直接影响交通肇事罪认定的准确性，可能导致对未达到犯罪程度的违反交通运输管

理法规的被告人被错误地定罪处刑。因此，有必要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交通肇事罪认定中的审查问题进

行深入探究，保证以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准确性。 

2. 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欠缺必要审查的原因 

2.1.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特殊性 

第一，交通事故认定书性质上的特殊性。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素有“行为说”与“证据说”

之争[1]，也有学者主张“折中说”[2]。但是，实际上“行为说”与“证据说”并不存在冲突，其证据属

性并不排斥行政行为属性，在行政法范围内定性为行政行为，在诉讼领域又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

据 5。因此，分析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应当从行政法和诉讼法双重视角入手。从行政法视角来看，交通

事故认定书的性质有两种主要观点：具体行政行为说和非具体行政行为说。笔者赞同具体行政行为说，

且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行政确认。从诉讼法角度来看，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已经将其属性确定为证

据。6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类型归属有书证说、鉴定意见说、参考性意见说[3]等多种

观点。虽然各观点及分析均有合理之处，但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诉讼中

的证据属性与行政确认的基本属性一致。在行政确认的基本属性中，证据性属于其中的重要部分。交通

事故认定书是交通管理部门对已经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审查、认定，并赋予其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从

作用来看，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查明事故原因、划分事故责任，以

正确解决纠纷，减少因含糊不清而发生的争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因被附加了交通管理部门的公信

力，其证据效力大大增强。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刑事诉讼中不是书证，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虽然以其所载

明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但由于其并不是产生于事故发生过程中，而是事后产生，且具有一定的主观

评价成份，不符合书证的条件。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参照鉴定意见来适用，不能等同于鉴定意见，原因

在于交通事故书的做出主体没有鉴定人资格。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实具有技术性、鉴定性等特征，因

此可以参照鉴定意见的证据规则进行适用。 
第二，交通事故认定书自身的特殊性。首先，事故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密接性。事故责任与法律责任

无法完全剥离。事故责任的判断要素与法律责任的判断要素在一定范围内重合，事故责任与法律责任可

能具有一致性。其次，救济途径的有限性。交通事故认定书仅有向上一级申请复核一种救济途径，所起

到的救济效果有限，无法完全排除行政违法的可能。事故责任是认定法律责任最为重要的依据，所以交

通事故认定书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实际影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性特征，本属于

行政诉讼范围，但客观条件的限制，现行法律并未赋予其诉讼救济途径。再次，司法审查的特殊性。在

行政领域，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接受司法审查。行政证据的特殊性导致在刑事诉讼中对其证据能力审查的

弱化[4]。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会与对一般鉴定意见的审查有不同，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审查

 

 

5笔者认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作行政行为说与证据说的择一不合适，不能为了迎合说明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可诉的理由及立

法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的规定，就否定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行政行为属性。 
6《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

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根据 2021 年《刑诉解释》第 100 条的相关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

虽不属于法定的证据类型，但其经法庭查证属实，且调查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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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质证时，法官可能更倾向于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意见，因为在“公”与“私”意见的对峙中，来自公

权力机关的意见可信度可能更高。 

2.2.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审查的条件不充足 

第一，审查主体的能力受限。法官缺少交通事故认定的专业知识，即使有专家证人出庭，法官也往

往倾向于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结论。第二，审查规则不明确。《道路交通安全法》仅规定将交通事故

认定书作为证据使用，刑事诉讼领域其证据类型不明，无法对应适用证据审查判断规则。第三，反向审

查的条件难以具备。在法庭上，被告人欲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需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有关交通事故

的证据一般均在交通管理部门控制之下，被告人难以获取相应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 

2.3.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存在认识误区 

第一，将造成交通事故的过错等同于交通肇事罪的过失。二者不同，需要从以下方面区分：首先，

过错在行政法和刑法上的内涵不同 7。行政法上过错的重心在于对行政义务的违反，不在于结果是否实际

发生，而刑法上过失的重心在于评价行为人对事故结果的认知及心态。其次，过错在行政法和刑法上的

判断规则存在差别。行政法上判断过错重在行为人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即有违章行为一般就认为存

在过错[5]，刑法上的过失有其自身的判断规则。其三，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推定责任，例如，由于当事

人逃逸致使事故无法查清的，推定当事人负全责。但在客观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在刑法上难以认定

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失。 
第二，将行政法上的因果关系等同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二者不能等同：首先，交通事故责任本身

并不是法律责任，其是对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损害后果之间所起作用大小和当事人过错严重程度的

一种定性、定量的描述[6]。行政法与刑法的立法目的不同，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也不尽相同。在具有处

刑的必要性时，才能认定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次，交通肇事罪的因果关系必须是基于刑法原理进

行独立判断。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必须本身蕴含导致法益受损的危险，结果必须是特定的实害结果，并且

要以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规则进行判断。 

3. 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审查的双重路径 

3.1.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能力的审查 

从审查的内容来看，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内容包括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对合法性的审

查，主要是审查其是否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要素。应当包括以下主要方面：第一，是否由具有执法

资格的交警做出。第二，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做出。第三，责任的划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第四，是否严

格遵循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是否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行使等。对于客观性的审查，主要是审查其是否

充分反映事故事实。在认定过程中，不能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记载的事实作为认定事故的唯一依据，必

须结合其他证据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明案件事实。对于关联性的审查，主要是审查交通事故认定

书载明的内容是否与案件事实存在联系，其对于证明对象是否具有证明作用。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应当通过法庭质证环节得以有效实现，在交通肇事案件的质证环节，在当

事人及法官对事故责任划分有异议时，可以要求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人出庭，陈述其制作过程及对当

事人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法官通过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予以确认。 
审查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处理：第一，对于严重违反行政法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否定其证据

 

 

7行政法上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称为过错，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类型，且不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而刑法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称为罪

过，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类型，且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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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对于做出主体不适格、超出法定时限、未充分保证当事人基本权利等因违反法定程序而作出的交

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合法性，不得作为刑事诉讼的定案根据。8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可能因以上原因失

去其证据能力，但是，法院对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仍然应当通过检察机关所提交的其他证据，例如，事

故现场的监控录像以及车辆行车记录仪的拍摄画面等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等继

续进行判断。若检察机关所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能达到法定证明标准，则应当依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做

出无罪判决。第二，对于存在轻微瑕疵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在补正后作为证据使用。轻微瑕疵并未对

事故当事人实体上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例如，事故认定书存在误写、非关键语句表述不明等书面错误、

事故认定书不规范——未载明证据名称、送达程序与送达回证内容不符等情形。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依职

权予以补正，对相应部分进行改正或补充，经过补正后，其法律效力并不受影响，仍可以作为认定事实

的根据适用。 

3.2.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力的审查 

审查的内容包括：第一，审查事故责任类型是否为推定责任。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存在两种情况，

一种是认定责任，另一种是推定责任 9，例如，逃逸的当事人负全部责任。推定责任是对特定的行政法义

务的违反，因非交通违规行为与结果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实质审查，

要查明其所确定的责任是否为推定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推定责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事故可以查

清的推定责任，如虽然当事人逃逸，但法院能根据控方提供的证据查清事故原因并分清责任，由于此种

情况推定责任与认定责任立法上没有规定序位，交通事故认定书可能只是依推定责任确定事故责任。另

一种是事故无法查清的推定责任。法院认定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过程中必须确定是哪一种推定责任，

两种情况应当区分处理。 
第二，审查因果关系与刑法评价是否符合。即使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的责任符合刑法交通肇事罪的

成罪要件，也需要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实质审查。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的违法事实及事故经过等

内容，进一步判断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有多种理论，对交通肇事罪因果

关系的判断，两种理论的应用更为合适。 
其一，根据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进行判断。德国学者施特拉腾韦特认为，有些行为，即使违反了交通

法规也不能立即推断行为人可以避免结果的发生[7]。在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时，必须考察交通法规的保护

目的，只有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交通法规保护目的下的结果，才能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交通法规作

为预防性规范，均具有一定的目的。其目的主要有三类，即确保行政管理便捷、确保驾驶者自身安全、

确保他人安全 10。对于单纯违反第一类目的的规范，如禁止遮挡机动车号牌或单纯违反第二类为目的的

规范如系安全带、戴头盔等。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也不符合规范保护目的，不成立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

系，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而违反第三类目的的规范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其事故结果是否属于规范保护

目的的范围内应当具体分析。违反第三类规范，从而造成他人伤亡结果的，只有因果关系与规范保护目

的相符合，才能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例如，事故当事人在公共道路上酒后驾驶压飞了道路上的井盖，

砸中路过的行人致其死亡。此案事故当事人酒后驾驶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且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

且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不能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所划分的责任而认定其构成

交通肇事罪，因为禁止酒后驾驶的规范保护目的在于防止由于反应距离缩短、反应意识变慢而导致事故

发生，压飞井盖致使行人死亡的结果并非这一规范所保护的目的所包含的，所以该结果不得归因于事故

 

 

8在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中，因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做出存在严重违法而否定其证据力，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不能否定交通事故

认定书本身的法律效力，因为从行政法的规定来看，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接受司法审查。因此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否定仅限于

在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中不具有证据力，无其它任何延伸的效力。 
9推定责任体现了行政执法活动对工作效率的追求，将推定责任运用于行政领域有其特殊性和可行性。 
10当然，有些交通规则兼有保护驾驶者自身安全与他人安全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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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酒驾行为。 
其二，根据介入因素理论进行判断。交通事故的危害结果很多属于多因一果的情况，介入因素并不

少见，此种情况下，也可考虑适用介入因素理论进行因果关系的判断。在交通事故认定书所确定的事故

经过、事故责任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行为人的先前行为、介入因素对于结果发生作用的大小以及介入因

素是否异常，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对结果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例如，甲开车违反交规撞倒被害人后

逃逸，被害人昏倒在路中央，而乙无证行驶又对被害人进行二次碾压致使其死亡。依照行政法的有关规

定，事故当事人甲构成肇事后逃逸，乙违规无证驾驶，二者应当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但若依据交通事故

认定书直接定罪，则与依据介入因素理论所得出的结论明显不符。在该案中，甲违规将被害人撞伤后，

介入了乙的行为，即乙发现被害人时已来不及刹车，再次碾压致其死亡。由于被害人是因甲的撞击及逃

逸行为而晕倒在路中央，根据社会一般人的标准，后车乙对被害人进行二次伤害并不异常，前车甲应当

对死亡结果负责，构成交通肇事罪。 
审查后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第一，在事故责任为推定责任的情况下，能否依其认定行为

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对此，有肯定说[8]与否定说[9]两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坚持否定说的基础上，

应当区分情况进行处理。在事故当事人因逃逸而被认定应负事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若法院能够查明事

实、划分事故责任，则应当以法院认定的责任作为依据来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并非依据推

定责任。若因逃逸事故原因无法查明，无法划分事故责任，也不能依据推定责任定罪，也不得因无法查

清而直接判决无罪，应当依据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进一步判断，若虽无直接证据证明，但行为人的肇事行

为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且达到已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则仍可以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第二，根据规

范保护目的理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的事故原因及责任进行审查后，认为具有刑法上因果关系，若同

时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其它构成要件要素，则可认定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根据刑法的因果关系理

论不能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即使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的责任类型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也不能认

定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法院只能做出无罪判决。 

4. 结论 

综上，交通事故认定书既是行政确认也是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我们必须认清其行政行为及证

据属性。由于在行政法领域内交通事故认定书仅有复核这一种救济途径，其纠错作用有限，实践中仍存

在一定问题。所以，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利，除了积极推动交通事故认定书复核程序改革以外，也

要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必要的审查。针对法院在交通肇事罪认定中过度依赖交通

事故认定书，忽视对其进行证据审查的错误做法必须加以纠正。在交通肇事罪认定中，不仅要对交通事

故认定书进行形式审查，判断其证据能力。同时，也要结合刑法有关理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进

行实质审查，判断其证明力，只有在完全符合证据的审查要求的情况下，才可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交

通肇事罪的定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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